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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文化遗产的社会记忆演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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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社会记忆的维度,对武汉市 283 处文物保护单位构建“士农工商兵”的分类体系,并梳理其时间演

变和空间结构特征,发现:①时间上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类型表现出由单一走向丰富的基本特性,可基本分为

“远古—六朝”、“隋唐至今”的两大阶段,总体表现为“生存文化—手工文化—学士文化—本土商贸文化—机械

文化—军事纪念文化”的过渡特征。②空间上呈现出从分散到集中,由外围城区向中心城区聚集的特征;总体形成

“两轴—四斑—两圈层”的空间分布体系。这种社会记忆的演化特征体现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特征

的变化,以及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这说明社会记忆的演化,受到社会群体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直接影响,主

流生产力决定社会记忆的构建。 

【关键词】：文化遗产 文物保护单位 社会记忆 文化圈层 社会劳动分工 楚文化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462（2019）07-0225-08 

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珍贵的财富,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记忆见证。国际上普遍将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有形)和非物质

(无形)遗产。文物是我国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5 年修正),文物又分为可移动文物

和不可移动文物。对于体积庞大且难于封闭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在 1956 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实物重

要通知》中特将其称为文物保护管理单位。根据《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版),“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石窟、石刻、壁画、

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其价值可分别确定为全国、省级、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国外非常重视文化遗产的区域整体性研究,以揭示文化遗产的系统性规律:西班牙早在 1933 提出“文化线路”,成为欧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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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物区域性保护的先例;1984年美国开展了文化遗产廊道的诸多实践,引发了文化遗产区域研究的热潮,如Marta运用综合定性

法探讨巴塞罗那大都会河廊道的占用及管理问题[1],Maria 认为保加利亚的文化遗产廊道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核心区域[2],Nurlisa 

Ginting 以印度尼西亚麦丹市的遗产长廊为对象,分析自我效能感对遗产旅游的影响
[3]
,Harkness 以泰姬陵遗产廊道为切入点,指

出亚穆纳河畔的历史文化和现状具有空间封闭性等缺憾[4]。近年来,学者们更侧重将新型信息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的整体系统性

研究,如利用 multicriteria-spatial 决策支持系统(MC-SDSS)、层次分析法(AHP)、GIS 信息技术等方法中对区域性遗址的资源

构成、价值及风险评估、虚拟建模以及可持续性旅游开发等内容进行研究[5,6,7,8]。 

我国也有较多学者从规划、旅游等角度对遗产廊道的保护和开发利用进行研究[9],还有不少利用 GIS 的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文

物保护单位的区域性空间分布特征,如以全国 2351 处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发现黄河中下游文物保护单位最密集,且第三级

阶梯数量最多
[10]

;对全国1131项矿业遗产的时空分布研究,发现矿业遗产时间分布跨度长,主要集中于周朝到清朝,空间上集中在

东部沿海和中部省份[11];我国民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有十个遗产富集区,呈现出从西部到东部、从内陆到沿海丰富度逐渐降低

的特点[12];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演化呈现出由“多核集聚”演变为“一枝独秀”的特征[13];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上集

中分布于古都型城市,时间上先秦、明清及宋元最多[14]。 

目前我国关于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大多偏重文物保护单位的物质空间层面,时空研究也多集中在省域及以上宏观区域尺度,

少有立足于市域尺度。本研究认为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纪念性景观,是历史文化最直观、最生动的表现,更是构筑城市地方感的基

础[15],因此从城市维度出发研究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规律具有一定意义。地方感往往表征于社会记忆,记录社会生产和生活内容

的文物保护单位便成为社会得以记忆的紧要载体。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不该局限于平面布局、建设体量等物质空间形态,更要

解读其社会文化内涵。社会记忆是指“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
[16,17]

,“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17],“一旦时间、场合与社会情境发生了变化,那么被选作社会记忆内容的部分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

化”[18]。因此社会群体是社会记忆的核心内涵之一,社会记忆的延续很大程度上受上层社会群体(权力)的影响。社会记忆的本质

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16]。留存于当代社会的文物保护单位不仅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景观,更反映出不同时代社会群

体的价值理念变革。它承载着不同群体的文化习性,是同一社会群体文化的结晶。基于社会记忆的社会群体特征,辨析时间和空

间层面的社会记忆演化特征,可以将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的社会化意义联系起来,因此本文以社会劳动分工为基础,构建社会记

忆下文物保护单位的分类方法,以解构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历史脉络,探析城市社会记忆的演化进程。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方法 

1.1 研究区域 

武汉市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现辖 13个区,其中武昌区、江岸区、江汉区、汉阳区、洪山区、青山区和硚口区的 7个区通常

称为中心城区,新洲区、江夏区、黄陂区、汉南区、东西湖区和蔡甸区的 6 个区称为远城区。武汉市历史悠久,在战国、汉、明

以及近代等多个时期都具有重要的地理空间意义,因而留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1.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武汉市文化局 2014 年 12 月 31日公布的《武汉市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名单》(http://www.whswxgj.gov. 

cn/wbdwml/5142.jhtml),共计 282 项,283 处(1),其中包括 29 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961—2013 年共颁布有七批)、108 处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1956—2014 年共颁布有六批)、145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59—2011 年共颁布有五批)。通过百度地图确定文物

保护单位(以下简称文保单位)的地理坐标,并在 ArcGIS中建立数据库表格。利用 ArcGIS对武汉市 283处文保单位进行地理度量

及标准差椭圆分析。标准差椭圆是指在点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进行标准差计算形成椭圆,描述要素空间分布的方向特点,其中椭

圆的 a轴表示要素离散分布的方向,b轴表示要素集中分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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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记忆下文保单位的分类体系 

社会记忆是人们生产、生活认知的结果,而劳动分工是社会分工形成和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根基,因此社会记忆的形成和发

展本质上就是社会分工中人们生产和生活结晶的历史演化。按照劳动分工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分类,有利于展现社会分工下不同

劳动群体的文化特色。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根据职业类型最早提出了“士农工商四民者”[19]的“四民分业定居”

论。它不仅保证了封建社会有序的结构体系,更是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传承[20]。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及

战争频发的社会大背景,军队作用凸显,军人的社会地位也不断提升。1942年我国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由此大致形

成了新中国初期“士农工商兵”的基本社会组成结构。 

原始社会末期,士专指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后也可指从事文化活动的人
[21]
,以及军中将领和士兵

[22]
,结合文物保

护单位的主体地位和特征,可将士文化分为学士文化、武士文化、志士文化和信徒文化;农是指与农业种植、生产有关人群的泛

称,根据文物保护单位主体的用途,可将其分为农耕信仰文化与农耕技术文化;工最初是指工匠、手工业者,后因生产技术的进步

也可指从事工业、制造业等活动的人,本文根据工具的变化特征,将工文化分为生存文化、手工文化和机械文化;商即与商贸交易

有关的文化遗产,根据交易商货的主要来源地可将商文化分为外来租界文化和本土商贸文化;兵主要指军事战争有关的文化遗产,

本文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用途和目的,将兵文化分为军事防御文化、军事指挥文化和军事纪念文化。因此,根据“士农工商兵”

的社会分工特色,本研究将武汉市 283 处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内涵划总体构建为五大类、十四中类的分类体系,发现武汉市社会

记忆特征下工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数量最多,然后依次为兵文化、士文化和商文化,农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数量最少。 

3 社会记忆下武汉市文保单位历史演变特征 

3.1 各历史时期文保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按不同朝代的文化特性,将武汉市历史分期划分为五大阶段:(1)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距今200万年前—221B.C.),武汉

市文保单位大多是为抵御自然威胁或满足生存需求为目的而产生的,主要有新石器文化(屈家岭文化、三苗文化)、青铜文化(盘

龙城文化)、夏文化、商文化、楚文化及知音文化等;(2)秦汉至六朝时期(221B.C.—581A.D.)是我国历史上大一统与大分裂并存

的时期,武汉市该时期的文化特色主要表现为三国文化;(3)隋唐至明清时期(581A.D.—1840A.D.)武汉市社会经济发达、商贸繁

华,文保单位呈现出鲜明的商贸文化特色;(4)晚清至民国时期(1840A.D.—1949A.D.)兼具半殖民半封建和反帝反封建的两种性

质,武汉市工业文化和首义文化较突出;(5)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1949A.D.—)为社会主义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文化特色占

主旋律。这五大历史时期中,武汉市“士农工商兵”五种文化内涵的文保单位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空间分布特征,总体表现出从分

散到集中,由外围城区逐渐向中心城区聚集(图 1),类型由单一到逐渐丰富的基本特性。 

3.1.1 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 

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是武汉早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阶段,以盘龙城遗址为代表的文保单位是武汉市社会文明发展的物质标

志
[23]
,其中蕴含的农业、工业及军事文化也成为武汉城市之源。该时期文保单位共计 49 处,以黄陂区分布最多(13 处),以工文化

类型为主(44 处)。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单一,生产、生活皆以满足生存为目标,因而此时的文保单位多表现为遗址

形式的生存文化(39 处)。无论是早期氏族部落时代,还是分封制国家形成之后,领土争端从未改变,因此尽管时代久远,但武汉市

仍留有 3处此阶段的军事防御文化。春秋战国以后,手工业、艺术及政治方面都有了卓越发展,人们生活逐渐走向丰富,开始不止

于生存需求,因而武士文化、学士文化逐渐发展起来。 

3.1.2 秦汉至六朝时期 

秦汉至六朝时期武汉地区政治地位有了极大提高,逐渐成为荆楚大地的政治军事中心[24],并相继出现却月城、夏口城和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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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三个重要军事据点。公元558 年南朝定都于郢州城(今武昌区),使武汉历史上第一次成为首都。然而重要的军事地位也伴随

着频繁的战争,并给文物保护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武汉市秦汉至六朝的 800 余年间仅存 11 处文物保护单位,而且空间分散,类型

单一,以士文化、工文化及兵文化为主,主要表现为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仅手工文化类型的文物在新洲区有小范围的聚集特征。

汉朝时生产力水平及综合国力相对繁盛,因此该时期留有的文保单位多属汉朝。 

 

 

图 1武汉市各历史时期文保单位分布图 

3.1.3 隋唐至明清时期 

隋唐至明清时期共有 59处文保单位,其中士文化(25处)数目占比最大,工文化和兵文化类型次之。该期文物保护单位类型多

样,除学士文化占比较高外,兵文化、工文化和商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分布。空间分布上无明显的集中趋向,各行政区均有少量分

布,具体特征表现为:(1)明朝的文保单位留存量最多,这与明朝享有“楚中第一繁盛”、“九省通衢”等美誉的“汉口”之崛起

分不开;(2)生存文化内涵的文保单位逐渐消失,商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首次出现;(3)隋以后科举制逐渐走向成熟,以问津书院为

代表的士文化快速发展;(4)封建社会经济的不断积累和生产生活条件的逐渐提升使各种民间建筑大力发展,古建筑形制的文保

单位开始增加,这与隋以前以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为主要形制的特点完全不同。 

3.1.4 晚清至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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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至民国是中国社会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武汉在军事作为、工商业等发展上都位于全国前列。这一时期不仅是武汉

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25],更是武汉历史上留存文保单位最多的一个时期(共 145 处),文化类型丰富,仅次于隋唐至明清时期;

在空间分布上具明显的集聚特征,仅江岸区就分布有 58 处,形成了一个高密集区。具体特征为:(1)以兵文化类型为主,其中军事

纪念文化、军事指挥文化占比最高;(2)士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数量众多,学士文化、信徒文化、武士文化及志士文化均有分布;(3)

商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历史最多,清末张之洞在武汉开新式学风、兴办工业、实施“新政”,刺激了武汉市近代工业、科学技术

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4)武汉近代工业的崛起,促进了机械文化的形成,这与清以前以手工文化为主的特征明显不同。 

3.1.5 新中国成立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着力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该时期的 20处文保单位中各类型的数量差距较小,且空间分布较均

匀,集聚程度较低,主要表现为:(1)工文化属性的文保单位数量相对较多,主要是因为五年计划期间随着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

机床厂等大型重点企业的建成,武汉被定为以冶金、机械为中心的工业城市,建设了一批大型、重点工厂,因而留下武汉轻型汽车

厂办公楼、汉刚转炉车间等具有机械文化内涵的文物保护单位。(2)该时期开始出现农文化特点的文保单位,主要表现为人民公

社运动及“大跃进”时期形成的叶家里渡槽、石骨山人民公社办公楼等代表农耕技术和农耕信仰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 

3.2 社会记忆的总体演变特征 

3.2.1 不同属性文保单位的时代演变特征 

整体上五大发展阶段武汉市文保单位的总数量呈“S”型波动,但各类型呈不同波动状态(图 2):(1)士文化类型在第五阶段

数量最多,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最少。具体为远古至六朝以武士文化和学士文化为主;唐朝开始出现了信徒文化,唐朝至明清以道

教和佛教为主,而近代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及西方信仰文化的传入,清朝至民国间出现了一批具有天主教特色的文物保护单位;

新中国成立至今以志士文化为主。(2)武汉农业社会时期存留的文保单位多以遗址类为主,体现农业生产力文化特征的文保单位

仅出现在新中国之后,说明武汉市农业文化不具有典型特色。(3)工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数量整体呈递减趋势,总体呈现出“生存

文化—手工文化—机械文化”的过渡趋势,其中远古至春秋战国生存文化数量最多,秦汉至明清手工文化最多,晚清至新中国以

机械文化类型为主。(4)虽然湖北在唐朝时期就以繁荣的转运贸易成为全国经济重心之一,但武汉留存下来的商文化类型的文保

单位多属清以后,其中晚清至民国时期数量最多,唐宋至明清期间及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本土商贸文化为主,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本

土商贸文化和外来租借文化平分秋色。(5)除军事防御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多属隋唐至明清时期外,其余兵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

多属于晚清至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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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武汉市文保单位历史脉络 

3.2.2 社会记忆的历史分期演变特征 

武汉市文保单位丰富多彩,从数量上看远古至近代呈不规则递增趋势,其中晚清至民国数量最多,秦汉至六朝数量最少。武汉

市社会记忆整体发展经历了远古至六朝,隋唐至新中国成立的两大阶段。第一发展阶段的文物保护单位类型单一、数量偏少,生

存文化数量最多,除此之外还留存有少量的学士文化、军事防御文化、武士文化和手工文化类型的遗产。形制以古墓葬和古文化

遗址为主,文物保护单位表现出明显封建特色,以为封建统治服务为主要功能。第二发展阶段文保单位的文化类型更丰富,数量较

多,开始出现商文化和农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形制的文保单位逐渐增多,人文特色更明晰。晚清以前,各

级、各类文化遗产分布离散,以工文化为主;晚清以后,文化遗产集聚程度高,以兵文化为主。 

武汉市社会记忆演化总体呈现出“生存文化—手工文化—学士文化—本土商贸文化—机械文化—军事纪念文化”的过渡特

征(图 3)。虽然城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历史更迭中日新月异,但社会记忆的这种演化特征,明显体现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意

识形态和文化特征的变化,尤其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这也说明社会记忆的演化,受社会群体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

直接影响,主流生产力决定了社会记忆的构建,新兴的、具有活力的社会群体往往成为社会记忆的主体建构者。这恰恰也呼应了

福科、列斐伏尔等代表的微观权力论观点,即“知识就是权力”,“空间关系是社会关系运作的结果”。 

4 武汉市文保单位社会记忆的空间分布特征 

4.1 不同属性文保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 

4.1.1 士文化记忆 

民国时期武汉一度成为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战争的主战场,众多仁人志士奔赴武汉,这种大无畏的奉献精神使该时期具有

志士文化内涵的文保单位数量众多。武汉中心城区士文化的核密度值最高,其中武昌区和江岸区最为集中,长江、汉江的沿岸区

域次之,士文化的中心点坐标为詹天佑故居。士文化空间分布上整体呈现以汉江为集中分布轴,沿江汉二桥,过长江隧道,至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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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及八一路呈密集分布;以长江为离散分布轴,其中以沿江大道为主线,洞庭街、一元路、车站路等为副线呈离散分布;在江岸区

及武昌区附近形成“L”型高度密集区,总体分布近似京广线方向。 

从二级分类来看,学士文化空间集中特性不明显,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皆有分布;志士文化主要集中于军事、政治及经济地位

更加重要的中心城区;信徒文化分布在交通便利、人口较多且适宜宗教传播的中心城区;武士文化呈分散分布状态。 

 

图 3武汉市文保单位过渡特征 

4.1.2 农文化记忆 

农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仅有四项,且均分布于外围城区,其中新洲区数目最多,其次为东西湖区。农文化类型文保单位的中心

点坐标为叶家里渡槽,空间上沿横麻铁路(京广铁路与京九铁路之间在湖北省的联络线向)离散分布,且沿倒水河集中分布,但无

集中分布区。农文化下属的农耕技术文化共计 3项,为防洪、灌溉所用;农耕信仰文化有东西湖大堤纪念碑 1项,为纪念武汉抗洪

所修,体现了人民众志成城抗洪抢险的信仰文化。 

4.1.3 工文化记忆 

工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多与工业、制造业有关。此类文保单位整体分布较均匀,相对在武昌区及江岸区形成高密集区,黄陂

区和新洲区形成次密集区。工文化类型文保单位的中心点坐标为汉口电灯公司旧址(江岸区);整体沿长江离散分布,沿汉江集中

分布,分布方向近似京广线,这是由于沿长江且临近京广铁路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各种原料的获取以及货物的转运;总体形成“一

主四轴”的放射状分布形态,即以中心城区为主核心,向外围城区扩散形成滠水发展轴、举水—倒水发展轴、汉江集中发展轴、

沪渝高速沿线发展轴四大发展轴。 

二级分类中生存文化皆为遗址类型,空间上由于外围城区在历史发展中大规模的建设较少,因而此类文保单位集中于黄陂

区、新洲区等外围城区;手工文化以手工制造为主,多数为墓葬形式,由于该文化处于生存文化和机械文化的过渡期,空间分布与

生存文化相似,皆分布于外围城区,这应该与古人讲究风水,多将墓葬选址于近郊的风水宝地有关;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江岸区、

武昌区等中心城区作为武汉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而留存有大量的机械文化。 

4.1.4 商文化记忆 

武汉市商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在江岸区形成高度密集区,中心坐标为汉口景明大楼(江岸区),由于此类文化的标准差椭圆的

扁率较小,因而分布的方向性也较弱,总体而言沿江岸、武昌区离散分布,沿京广铁路集中分布,且在沿江大道和中山大道夹合区

域呈矩形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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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商贸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集中分布于江岸区和江汉区,且多形成于汉口开埠后工商业繁荣发展时期,其中又以银行业尤

为繁荣(8 家);外来租界文化皆分布于江岸区,这主要是由于江岸区是武汉历史上唯一存在过外国租界的城区,因此外贸交易频繁,

租界文化繁荣。 

4.1.5 兵文化记忆 

武汉市兵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不仅数量多且历史时期延续最长。武汉中心地区兵文化类型文保单位的核密度值最高,并以武

昌区分布最为集中,这主要是因为在清末及民国时期,武汉市包括武昌区、江岸区和洪山区等在内的中心城区一度成为辛亥革命、

北伐战争等战争的中心战场,为党的诞生及新中国成立贡献了极大力量。该类文保单位沿长江、近京广铁路分布的特征明显,这

应该是因为交通便利而有利于开展军事活动。兵文化的中心点坐标为中共中央军委办事处旧址(武昌区),整体沿解放大道和沿江

大道夹合区域呈线状离散分布,南始武珞路与八一路沿线,北至中山路及公正路范围呈线状集中分布,分布方向近似于京广线;总

体在江岸区及武昌区呈“L”形分布体系。 

军事纪念文化多分布于中心城区,此类文保单位主要为烈士公墓及陵园,用以纪念在战争中光荣牺牲的将领及士兵;军事指

挥文化集中分布在江岸区、武昌区,主要为政府机关旧址,在领导战争指挥作战上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军事防御文化空间分布上较

为零散,主要为古城、古寨遗址。 

 

图 4各类型文保单位分布方向 

4.2 总体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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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记忆视角,对武汉市“士农工商兵”五大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进行分析,发现武汉市文化空间体系总体呈现“两

轴、四斑块、两圈层”的空间结构(图 5)。(1)两条文化发展轴:一条为长江主轴方向,其西北侧大量分布了“兵”、“工”、“商”、

“士”类文化遗产,东南侧集中分布了具有“工”文化性质的遗产;另一条为汉江沿线方向,即大智路和香港路方向,其东北侧相

对均匀地分布着五种类型文化遗址,西南侧集中分布着具有“兵”和“工”文化性质的遗产。(2)四个文化斑块:“商”斑块主要

在江岸区沿江区域形成圆形斑块,“兵”文化主要在“江岸—江汉—武昌”三个区的临近长江区域形成“L”形斑块,“工”文

化则在“江岸—江汉—硚口—武昌”的四区形成“四足鼎立”形斑块,“士”文化在“江岸—江汉—硚口—武昌”的近江区域

形成“L”形斑块。(3)两个文化圈层:核心圈层(江岸、江汉、武昌、硚口、汉阳、洪山、青山区所围成的圈层)内集中分布着五

类文化遗产;外围圈层(黄陂、新洲、东西湖、蔡甸、汉南、江夏区等形成的圈层)内广泛分布着“工”文化遗产,除此之外还集

中分布着“农”文化遗产,以及少量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 

 

图 5武汉市文化空间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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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依据武汉市文化局公布的《武汉市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统计是 282 项,但辛亥首义烈士公墓有 2处,因此从空间视

角共计为 283处。 


